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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希逸，开元年间的名士、名将，政绩卓著，尤其是

在唐朝对吐蕃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官至凉州都

督、河西节度使。有唐一代，崔氏是很有影响的名门望

族：“崔氏定著十房：一曰郑州，二曰鄢陵，三曰南祖，四

曰清河大房，五曰清河小房，六曰清河青州房，七曰博

陵安平房，八曰博陵大房，九曰博陵第二房，十曰博陵

第三房。宰相二十三人。”（《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下》，中

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８１７页）按常理，像崔希逸这样出身

望族，又做到凉州都督，属于从二品的高官，史籍应当

著录其人其事并提及其家族世系的。然而，不仅“两唐

书”没有为他立传，而且就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其他各

种史书、家谱以及姓氏录来看，也都未发现关于其家世

的任何记载。也就是说，崔希逸的家世尚是一个有待

考证的问题。

唐玄宗时期，为加强边境防御，除大规模对外用兵

外，还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

使。“节度使”的职官名号肇始于河西。《新唐书·兵

志》载：“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

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

皆置节度使。”（第１３２９页）另据《通典》记载，河西节度使

理武威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等八军，管张

掖、乌城等四守捉，屯凉、甘、肃等七州之境，治凉州，领

兵７３　０００人，战马１９　４００匹。（杜佑：《通典》卷一七二《州

郡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４７９～４４８０页）治所凉州地处

河西走廊的咽喉，是唐代中原与西域各国联系和交往

的必经之地，也是斩断唐王朝两大边患———吐蕃和突

厥之间联系的最重要的闸门。因此，唐代对河西节度

使（惯例皆兼任凉州都督）的选任非常慎重，出任此职

的一般都是一代名将。

检《唐方镇年表》，有史可查的河西节度使共２６人，

其中“两唐书”有传者１６人，除遥领其职的李林甫外，其

余皆为骁勇善战之人。（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８《河西》，

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２１６～１２２７页）崔希逸作为凉州都

督和河西节度使，“两唐书”却无传，我们已难以推断当

时的史家出于什么样的情由遗忘了这位重要的历史人

物。所幸的是，我们仍能借助一些零星史料，对其人其

事进行一些考辨和梳理，以期对崔希逸能有更多的了

解，对其个人遭遇与他生活的时代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所

认识，同时，对“两唐书”何以未为其立传做一点推测。

一　生平事迹略考

据《通典》记载，开元九年（７２１年）正月，“监察御史

宇文融陈便宜，奏请检察伪滥兼逃户及籍外剩田。于是

令融充使推句，获伪勋及诸色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再

迁兵部员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劝农判官，长安尉裴宽

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慕容珣……裴宽、崔

希逸……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

显秩。所在检责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

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宽等皆当时才彦，使还，得户

八十余万，田亦称是……融拜御史中丞”（杜佑：《通典》卷

七《食货第七》，第１５１页）。这是笔者所见关于崔希逸事迹

的最早记载。其中“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显

秩”，符合中唐以后选官制度变化的史实。崔希逸正是

通过这个途径开始了其仕宦生涯。他们这次去地方检

括户口，“得户八十余万”，因此崔希逸和其他人一起迁

为监察御史。《旧唐书·李憕传》亦载，开元九年，张说

“入为相，憕又为长安尉。属宇文融为御史，括田户，奏

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业、宇文顺、于孺卿、李宙及为判

官，摄监察御史，分路检察，以课并迁监察御史”（中华书

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８８８页）。而且，在《唐御史台精舍题名

碑》上，亦可看到崔希逸的名字。（赵钺、劳格：《唐御史台精

舍题名考·姓氏目》，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版，第４页）《唐会要》

中也提到，开元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奏万年县尉

崔希逸充劝农判官。（王溥：《唐会要》卷八五《逃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５１～１８５２页）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仅能看出，崔希逸在开元九年

被辟为劝农判官，在此之前为京师万年县县尉，而且在

当时已被看做是“知名之士”。至于崔希逸为何被看做

“知名之士”以及在此之前的事迹，根据现存史料已不大

可考。

其后，崔希逸的事迹于现存典籍中留下一段空白

期，直到开元十八年（７３０年）才又有了一些线索。《旧唐

书·食货志》载，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

事条……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

少尹萧炅为副。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

·０３１·



万贯”（第１５１页）。即是说，开元十八年，崔希逸已官至

郑州刺史，由“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

仪”（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一三《御史台》，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

版，第３７８页）的监察御史变成了地方大员。

郑州在唐代是连通两京与河北道、河南道以及江南

地区的交通要冲。开元时全州有１２４乡，６４　６１９户（李吉
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八《河南道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

２０１页）。郑州还是当时漕运经过的重要州郡之一。正因

为如此，唐玄宗采纳了裴耀卿的建议，任命崔希逸为河

南转运副使。崔希逸亦不辱使命，三年间，“运七百万

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裴耀卿入相后，崔希逸接任

河南转运使，且卓有政绩———“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

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新唐书·食货志三》，

第１３７６页）。

在此之后，有关崔希逸的记载再次出现了一段空

白。及至开元二十四年（７３６年）秋，崔希逸以中书省要

员右散骑常侍的身份接替牛仙客为河西节度使（《旧唐

书·牛仙客传》，第３１９６页）。从此，崔希逸开始了其宦途

中最为煊赫也最为怅恨的戎马生涯。就在这一年，爆发

了唐与吐蕃的战争，崔希逸的命运亦随之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从唐高祖武德六年（６２３年）至唐亡（９０７年），唐朝

在河西、陇右、关中（今甘肃、青海、陕西一带）和西域（今

新疆、中亚一带）等地区，为保卫边防和实现对西域的控

制，和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吐蕃与唐朝时战时和，

几乎与唐王朝相始终。吐蕃的军事侵扰是唐朝最重要

的边患之一，长期威胁着中原和西域的正常交往。唐高

祖武德六年四月，吐蕃攻陷芳州（今甘肃迭部东南），这

是最早见于记载的唐蕃之间的战争。唐太宗贞观十二

年（６３８年），松赞干布率军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被唐

军击退，此即著名的“松州之战”。唐高宗朝，唐蕃战争

逐渐增多，规模也日益扩大，就当时的总体战况看，大体

上是唐在西域略占优势，吐蕃在河陇占上风。开元年

间，吐蕃一直在陇右地区进行骚扰，意欲截断河西走廊，

切断唐朝与西域各国的往来，并联合突厥威胁唐帝国的

统治。例如，在开元十五年（７２７年），吐蕃赞普亲征，绕

道河西西部，攻陷瓜州（治今甘肃安西东南），又与突骑

施连兵攻安西（今新疆库车）。事实上，早在唐太宗朝，

褚遂良就已提出“河西者，中国之心腹”（司马光：《资治通

鉴》卷一九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６１７８页）的观点。综

上，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意义、河西节度使一职的重要

性，已不言而喻。

就玄宗朝而言，唐朝主要是依托军镇，集中兵力对

吐蕃实施机动防御，并伺机反攻，逐步扩大控制区域。

而吐蕃则以河西九曲之地为基地，不断攻略河陇一带。

开元二年（７１４年）秋，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兵十

余万进攻唐朝的临洮（今甘肃临潭）、兰州、渭州（治襄

武，今甘肃陇西东南）等地，唐廷派陇右防御使薛讷、太

仆少卿王晙率兵反击。此次唐军主力并不固守城池，而

是实施机动，寻机歼敌。当年十月，唐军以夜袭发起进

攻，大败吐蕃于武街（今甘肃临洮东）附近的山谷中，然

后又追击逃敌，连战连捷。开元十年（７２２年），吐蕃夺取

了小勃律九城，张孝嵩派疏勒副使张思礼与小勃律夹击

吐蕃，收复失地，吐蕃元气大伤。经多年鏖战，唐巩固了

河陇一带的防务。自开元十七年（７２９年）起，唐朝开始

向吐蕃发动一系列主动进攻。就在这一年，唐朔方节

度使李祎率军远程奔袭，一举攻下吐蕃占据的战略要

地石堡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并分兵据守各重要地

点，拓境千余里。（《新唐书·吐蕃传上》，第６０８１～６０８４
页）由此可见，自开元初年至崔希逸出任河西节度使之

前，唐朝在河西地区无论防守还是进攻，多能取得不俗

的战绩。这种形势很可能会使玄宗对唐与吐蕃的战争

持积极进取的态度。

崔希逸卷入唐蕃军事冲突，缘于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
年）吐蕃对唐朝在西域的藩属勃律（今克什米尔北部）的

占领。《旧唐书·吐蕃传上》载，开元二十五年，“吐蕃西

击勃律，遣使来告急。上使报吐蕃，令其罢兵。吐蕃不

受诏，遂攻破勃律国，上甚怒之”（第５２３３页）。然而，具体

到崔希逸赴任河西之初，即开元二十四年秋，吐蕃非但

没有对唐朝辖地发起进攻，而且经过崔希逸的一番努

力，双方在边境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局面。据《旧唐书·

吐蕃传上》记载：“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希

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

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乞力徐报曰：‘常侍忠

厚，必是诚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万一有人交

构，掩吾不备，后悔无益也。’希逸固请之，遂发使与乞力

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第５２３３
页）在唐与吐蕃之间相对和平的情况下，出于方便双方百

姓生活和交往的考虑，崔希逸坚持与吐蕃将领达成和平

协议无可厚非。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崔希逸很快被迫

卷入让他“背信弃义”的历史事件。就在崔希逸和乞力

徐达成协议的第二年，即开元二十五年，他的侍官孙诲

入朝奏事。为取悦玄宗，孙诲建议趁吐蕃不备进行掩

杀。这恰恰印证了吐蕃将领乞力徐最初的担心。其时，

玄宗正为吐蕃攻灭勃律之事生气，听了孙诲的奏言后，

便派太监赵惠琮和孙诲一起到凉州核实。然而，孙、赵

二人抵达凉州后，却矫旨命令崔希逸发兵掩袭吐蕃。崔

希逸不得不发兵，在青海大败吐蕃，杀伤无数，吐蕃将领

乞力徐逃归本国。（《旧唐书·玄宗纪下》，第２０８页）

吐蕃因此大怒，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战事不断。开

元二十六年（７３８年）三月，吐蕃入寇河西，崔希逸出于职

责所在，领兵抗战，再次大败吐蕃。就在这年暮春，崔希

逸写下《燕支行营》二绝。其一曰：“天平四塞尽黄沙，寒

冷三春少物华。忽见天山飞下雪，疑是前庭有落花。”（傅
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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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该诗记录了当时战地苦寒的自然景观。但此时他内

心当更痛苦，作为一介名士、一方大将，却失信于人，尤

其是失信于一位十分信赖自己的敌方将领，让他愧疚难

当。不久，“希逸以失信怏怏，在军不得志。俄迁为河南

尹”（《旧唐书·吐蕃传上》，第５２３３页；《新唐书·吐蕃传上》第

６０８５～６０８６页也有类似的记载），郁郁而终。

二　死因推测

由前文不难看出，“两唐书”对崔希逸两败吐蕃的记

载，既零碎又语焉不详，有刻意淡化之嫌。这一点亦体

现在史书对王维仕宦生涯的记载中。开元二十五年秋，

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赴崔希逸幕为通判。他在赴边

途中写下《出塞》诗：“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

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题下注曰，“时

为监察御史塞上作”。（《全唐诗》卷一二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版，第１２９７页）当年十一月，王维抵达营地，除宣谕君命

外，还撰写了《为崔常侍谢赐物表》（董诰等编：《全唐文》卷

二二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影印本，第３２８７～３２８８页）和《为崔

常侍祭牙门将军文》（《全唐文》卷三二七，第３３１９页）。开元

二十六年五月，王维和崔希逸同时被调离河西，时隔不

久崔希逸去世，王维为此写有悼念诗（傅璇琮主编：《唐五

代文学编年史》，第７２１～７２２页）。然而“两唐书”《王维传》

对这些均只字未提（《旧唐书》，第５０５１～５０５３页；《新唐书》，

第５７６４～５７６６页）。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崔希逸之死，新、旧“唐书”和
《资治通鉴》的记载不尽相同。《旧唐书》载：“行至京师，

（崔希逸）与赵惠琮俱见白狗为祟，相次而死。孙诲亦以

罪被戮。”（《旧唐书·吐蕃传上》，第５２３３页）《新唐书》云，崔

希逸“既而与惠琮俱见犬祟，疑而死，诲亦及它诛”（《新唐

书·吐蕃传上》，第６０８６页）。《资治通鉴》则云：开元二十

六年“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领河西节度使。丙申，以崔

希逸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

而卒”（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第６８３２页）。新、旧“唐

书”的记载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符合古人的宿命心理。

《资治通鉴》的记载则比较冷静。不管崔希逸是否真的

见到白狗作祟，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资治通鉴》

认为崔希逸是因失信于吐蕃而产生愧疚，很快郁郁而

终。这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情景和崔希逸的气性，也为

我们解释“两唐书”不为其立传提供了一条宝贵的线索。

在古代中国，人们多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视周边少

数民族为蛮夷戎狄，比汉人低一等，对待这些少数民族

常常是不择手段，历史上这种事例也屡见不鲜。崔希逸

欲对吐蕃将领信守然诺之“迂腐”，自然不能被急于追求

战功的人所理解。崔希逸率兵袭杀吐蕃一事，《旧唐书》

是这样叙述的：“三月乙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

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

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旧唐书·玄宗

下》，第２０８页）这段材料没有涉及到该次战争爆发的真正

原因，但对这次掩袭的成功带有炫耀的口气。在这种情

况下，崔希逸内心渴望与吐蕃之间持守信义、不愿主动

挑起战事的历史事实也就不值得一提。更何况，通常战

争一结束，作为战胜者一方便开始改写战争的本来面

目，原本残酷的战争往往被渲染成统治者的赫赫武功。

于是，某种符合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历史记忆，便一劳

永逸地确立了。这种选择性记忆所建构的历史，既代表

了官方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凸显了个人在“国家公义”

下的渺小无力。

综观史书中散落各处的有关崔希逸的生平事迹，他

才能卓越，文武兼备，且颇讲信义，其品行确实值得称

道。《大唐新语》载：“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

储所积万计。崔希逸代之，具以闻。诏刑部尚书张利贞

复之，有实。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刘肃：《大唐新语》

卷七《识量第十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０４页）《旧唐书·

牛仙客传》对此亦有记载：“初，（牛）仙客在河西节度时，

省用所积钜万，希逸以其事奏闻，上令刑部员外郎张利

贞驰传往复视之。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皆如

希逸之状。上大悦，以仙客为尚书。”（第３１９６页）崔希逸

能够如实褒前任之美，而非据为己功的做法，足见其操

行之高尚。《太平广记》中收录有关于崔希逸的故事，展

示了他在大众记忆里的形象。在这个故事里，崔希逸被

描绘成地府中一个类似于钟馗的判官（李昉等：《太平广

记》卷三八○《再生六》，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第３０２４～３０２５

页），反映了大众对崔希逸的认识和评价。

总之，崔希逸以名士身份入仕，官至河西节度使，颇

有政治、军事才干，终因迫于君令不得不偷袭与之盟誓

且和平相处的吐蕃军民，后竟因此事抑郁而死。崔希逸

这样一位名士、名将，虽未能在新、旧“唐书”中立传扬

名，但在民间叙事里赢得了后人的理解和尊敬。通过此

番考辨和梳理，我们可以从崔希逸身上看到其个人命运

充满了悲剧，即他虽功勋卓著却抱恨身死。这一切都源

于其个人理想化的人格追求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难以

调和的矛盾：古代中国士人所继承的传统文化对其历史

性格和价值取向的规范，主要目的是造就有才能、有持

守的理想人士，而现实社会的政治官僚机制却将官员们

异化为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运作的组件，成为统治集团

实现其利益的工具，这样个人生命史便易于被宏大的叙

事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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